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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视域下回流农民的乡村建设参与
及其影响机制

李东平，田北海*

（华中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 经过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洗礼，回流农民在推动经济发展、传播先进文化、促进

乡村治理等方面拥有独特优势。厘清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行为逻辑，对于应对乡村建

设行动中存在的农民主体性缺失难题、缓解乡村振兴面临的人才约束具有重要意义。基于

鄂、湘、黔、川四省的回流农民调查数据，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和机制分析模型，考察社会网

络、社会信任等社会资本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回流

农民的乡村建设参与程度偏低，接近三成的回流农民从未参与过本村的公共事务活动；正

式网络、非正式网络和制度信任对促进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具有积极影响，且呈现出明

显的“组织动员”和“制度引导”特征。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正式网络、非正式网络和制

度信任通过增进回流农民的村社认同进而促进其乡村建设参与；主体意识的提升显著削弱

了正式网络和制度信任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动员与引导作用，而基于行动意义的主

体价值表达在二者的关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具备较强的主体意识则是人际信任促进回流

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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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建设行动是党和政府为持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城乡均衡发展而作出的一项重大

决策，涉及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基层组织、精神文明等多个方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

务。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主题，并进一步提

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对乡村建设行动提出了新的目标与要求。毋庸置疑，农民作为乡村振

兴战略的直接利益相关者，乡村建设行动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农民主体作用的有效发挥。2021年颁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以及 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乡村建设

行动实施方案》，都强调了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引导、组织、带动农民参与

乡村建设，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由此可见，积极引导和带动广大农民群众参与

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等公共事务，不仅有助于在乡村建设过程中切实保障农民群众的民

主权利与合法权益，同时也是实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目标的重要社会基础。然而从实践层面

来看，受制于个体能力、文化冲击、体制机制等因素，乡村建设实践中却始终存在着无人参与、象征性

参与等农民主体缺位问题[1⁃2]，激励和推动广大农民群众参与乡村公共事务依然是乡村振兴进程中面

临的难题和挑战。与此同时，在乡村日益“空心化”的情势下，乡村振兴必然要探索和解决人才问题，

而伴随乡城人口迁移进程中的农民工回流无疑为乡村人才振兴带来了新的契机。相比于本地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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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流农民①经过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洗礼，具有更为丰富的资本禀赋和更为现代的思想观念[3]，是乡村

建设的重要动力来源。因此，厘清回流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行为逻辑，对于深化农民主体性认识和

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由此引发的思考是，到底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回流农民的乡村建设参与呢？对此，学术界主要形

成了以下四种解释路径。基于理性选择视角的研究将回流农民（尤其是返乡精英、返乡能人）的乡村

建设参与行为视为个人理性计算的产物，强调经济利益追求、政治目标达成、社会声望获取等利益回

报是激励回流农民参与村庄建设（突出表现为产业投资、担任村干部）的重要动因[4⁃5]。基于资源禀赋

视角的研究探讨了经济条件、关系网络、技能水平等因素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行为的促进作用，

相关研究表明，外出务工经历带给回流农民群体的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及社会资本优势为他们投身

乡村建设提供了诸如经济基础、关系网络资源等重要条件支持[6⁃7]。基于社会心理视角的研究关注价

值认知、责任意识等心理属性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预测作用，表明具备较高水平的村社价值

实现动机、社会责任感知等是激励回流农民及返乡精英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产品供给、村庄治理

等村庄公共事务的重要因素[8⁃9]。基于制度动员视角的研究探讨了行政体制、政治身份、政策机遇对

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影响，认为随着政治体制向基层渗透和政府惠农引才政策的密集出台，回

流农民参与到村庄公共事务和集体行动中实际上是被体制内的力量动员的结果[10⁃11]。

有别于以往从个体化或结构性等因素阐释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行为逻辑的特定理论视角，包

含网络、信任、规范等要素的社会资本理论充分考虑了文化、制度、社会等因素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更

加契合于村庄公共行动的合作性特征，为分析和破解农民公共参与不足这一现实困境提供了一种更

具整合性、包容性的思路[12]。相关研究指出，社团参与、身份认同、普遍信任、社会规范等要素对农民

村庄公共事务参与意愿及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社会资本的重构与培育有助于提升农民的公共

参与水平和改进乡村建设及治理绩效[13⁃15]。但也有研究认为，农村社会转型期间，受城镇化、市场化、

现代化等因素的影响，农村社会资本呈现出信任水平降低、村落归属感减弱和规范制约功能丧失等

存量不足现象，进而对农村公共参与影响有限甚至带来负面影响[16⁃17]。换而言之，社会资本是影响农

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关键变量。

但现有研究仍然存在明显的不足：一是研究内容主要聚焦于社会资本与农民公共参与二者关系

的实证分析，而较少关涉其中的作用机制，不利于深入了解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行为逻辑；二是研究

对象多集中于本地农民，而对乡村场域内的回流农民群体关注不足，不利于在城乡人口大流动背景

下全面掌握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群体异质性。诸如外出务工经历对回流农民乡村社会关系和现代

性增长带来何种影响，进而在其乡村建设参与中发挥着什么作用等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鉴于此，

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利用鄂、湘、黔、川四省的回流农民调查数据，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和

机制分析模型，系统考察不同维度社会资本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和

验证这些问题对于促进乡村建设行动中农民主体性发挥和推动乡村发展与振兴具有重要现实

意义。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社会资本”概念最早由布迪厄正式提出，后经科尔曼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概念，因其强

大的解释力继而引发了学术界广泛的讨论，成为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众多学科所关注的热门概

念和理论模型。虽然目前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还没有一个权威性的统一定义，但各方面基本上认同

帕特南的定义。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

合作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18]，并首次将社会资本运用于公共治理领域。该理论认为，在社会组织

①    本文将回流农民界定为从本县外出从事非农职业1年及以上后返回本县内居住、至少1年内不打算再次外出的农业户籍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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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互惠和合作等社会资本所体现的价值比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更为

重要，那些藉由社会互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所产生的互惠合作、共同情感等价值是推动社会发展的

重要力量[19]。基于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国内外学界不断探索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及社会信任等要

素对公民政治参与、社会合作、集体行动等公共参与的预测可能[20⁃21]。与以往研究有所不同的是，本

文主要从个体微观层面将社会资本视为能够促进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非制度化资源，侧重于考

察影响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结构性条件和内生性动力因素，主要体现为回流农民所拥有的社会

网络和社会信任两个维度。其中，社会网络是指回流农民基于日常生活互动而形成的关系网络，包

含正式网络和非正式网络；社会信任是指回流农民个体间及其对组织的信任程度，包含人际信任和

制度信任。

1.社会资本与乡村建设参与

首先，社会网络是推动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人际基础。在帕特南看来，个体的参与网络包

括正式网络和非正式网络。亲属、邻里、朋友之间的交往属于非正式参与网络，具有地缘性、非正式

性的特点。这种非正式的联系对于保持和维护个体关系网络十分重要，通过频繁的互动可以增进彼

此之间的联系，促发个体对集体利益和行动的感知[22]。研究表明，农户之间的沟通联系越密切，其信

息和资源获取能力越强，进而对其环境治理参与、公共物品供给等乡村建设参与意愿与行为具有显

著的促进作用[23⁃24]。正式网络主要基于个体的团体归属共享团体资源，具有普遍性较强，排他性较小

的特点[25]。社团参与属于正式参与网络，社团组织作为一种合作的社会结构，其内部效应是培养了社

团成员合作与团结的习惯，培养了公共精神，其外部效应是增进了个体的“利益表达”和“利益集

结”[18]。研究表明，社团组织在培养组织成员参与意识、平衡集体行动成本与收益、动员组织成员公共

参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6]，加入社团组织的农民更有可能参与村庄公共事务[27]。值得注意的是，

在中国的现实情境下，相比于非正式网络对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积极影响，乡村广泛存在的由政府

主导建立的社团组织，发挥着组织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功能，带有政治属性的社团组织往往具有更

强的动员效率。

其次，社会信任是促进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心理基础。信任是一种简化个体行动成本的心

理机制，它促使人们在相互关系中愿意承担一定的风险，有助于促成集体行动[28]。按照不同的信任客

体划分，社会信任可以划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29]。人际信任是个体基于社交网络和人际互动而

形成的对熟人群体的信任，人际信任通过达成共同的心理基础，有助于促进个体的公共参与。研究

表明，村庄的人际信任水平越高，农民之间相互合作的可能性越大，进而有助于村庄公共目标的达

成[30]。制度信任是个体对以正式权力为基础的组织和规范的信任，能够对个体“搭便车”等机会主义

行为形成一种“软约束”，在引导个体公共参与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31]。结合当前我国基层实际，村

委会及其村干部作为政府和农民的“代理人”，发挥着上传下达的作用，即对上反映农民的意见和诉

求，对下传达政府政策精神、协助落实相关措施。农民的乡村建设参与更多表现为政府推动下的引

导性参与，其参与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对村委会、村干部及相关法规政策的信任水平。基于

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社会资本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a：社会网络对回流农民的乡村建设参与具有积极影响，且相比于非正式网络，正式网络对其乡

村建设参与的动员作用更强。

H1b：回流农民的社会信任程度越高，其参与乡村建设的可能性越大。同时，相比于人际信任，制

度信任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影响更强。

2.村社认同的中介作用

村社认同是个体对村社的归属感和依赖感，既牵涉到个体的角色位置和自我的形成，又关系到

社会群体与个体的互动[32]，其本质是个体对村社共有价值的认可、赞同和珍视，它也是将村社与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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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联系起来的最基本的纽带[33]。按照社会认知理论的观点，社会环境在塑造个体认知、意愿和行为的

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很显然，村社的社会资本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村社成员之间的互惠

或合作，为了共同利益促成共同行动，从而强化人们的村社认同[34]。同时，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参

与公共事务很多时候是由于群体认同，个体的群体认同程度对其参与群体活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研究表明，村社成员越是认同这个村社，意味着他对这个村社投入的情感越多，因此也越愿意为

之付出，尽更多的义务和责任[35]；相反则会导致村社成员公共参与态度冷漠、合作行为缺失等实践困

境[36]。结合已有研究，本文认为，在乡村共同体范围内，回流农民与其他村民的日常社会交往越频繁，

对村社共同体的信任水平越高，越有助于增进其村社认同和自我责任认知，进而对其参与村庄公共

事务产生积极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村社认同在社会资本和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之间的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

H2a：村社认同在社会网络和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之间的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

H2b：村社认同在社会信任和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之间的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

3.主体意识的调节作用

主体意识是指个体的自我意识，即个体对于自身的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的一种自觉

认知[37]，也是个体具有主观能动性的重要基础，通常包括自主意识、参与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平

等意识等内容[38]。作为具有主体意识的个体，他们是“独立和独特的行动单元，自主和能动的行动者

及直接责任人”，并能够“通过自我内在的主观意识活动与外在的客观实践过程能动地形成联结、过

渡和转化，以及进行预设性的意义赋予”[39]。依据计划行为理论的观点，个体的认知（包括行为态度、

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是决定其行为意向的前提，即个体对某一特定行为的认知对其后续行为实

现起决定性作用[40]。由此推论，作为回流农民对自身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等价值认知的主体意识，

是诱发其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重要前因变量。

根据社会行动效应意义论的观点，社区多元主体在参与行动中，通过不断进行主动性表达、发挥

主体能动性探究自我预设，构建出动态的社区图谱，展示着自我行动力量[41]。因此，本文认为，相对于

社会资本所发挥的激励作用，主体意识是推动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原生性动力，其影响效应可

能更为关键。这也意味着回流农民即使拥有较好的人际关系网络和社会信任基础，若没有充分认识

到自身作为乡村建设参与主体的价值和责任，可能也未必会积极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相反，则会积极

拓展和利用自身的社会资本去表达乡村建设参与的行动意义和主体价值。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以下假设：

H3：主体意识对回流农民的乡村建设参与具有正向影响，且在社会资本与乡村建设参与的关系

中起着正向调节作用。

H3a：主体意识正向调节社会网络和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之间的关系。

H3b：主体意识正向调节社会信任和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本文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图 1 社会资本影响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分析框架

132



第6 期 李东平 等：社会资本视域下回流农民的乡村建设参与及其影响机制

二、数据、变量与模型

1.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于 2018年 8月至 9月以及 2019年 7月至 8月在中西部地区回流农

民较多的湖北、湖南、四川和贵州四省开展的回流人口社会适应与社会影响实地调查。考虑到回流

人口总体构成的复杂性，本次调查为不等概率抽样。课题组根据回流人口分布的均衡性特征，首先

在每省各选取 2个典型县（市、区），分别为湖北省枣阳市和谷城县、湖南省醴陵市和攸县、四川省广汉

市和罗江区、贵州省正安县和播州区；其次根据每个县（市、区）人社部门提供的回流人口分布资料，

在各县（市、区）分别抽取 4~6个回流人口较多的行政村（社区）、4家企业以及 1条商业街；最后在每

个行政村（社区）进行系统抽样，在企业采取整群抽样，在商业街进行立意抽样选择回流人口作为调

查对象。本次调查旨在全方位了解城乡人口流动中回流人口就业、生活、社会参与等方面的基本信

息，共获取 1644 个有效样本，其中湖北省 398 份（24.21%），湖南省 384 份（23.36%），四川省 509 份

（30.96%），贵州省 353 份（21.47%）。回流农民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故根据相关条件删除城镇居民

和本地农民样本，且在对各变量的缺失值、异常值等进行处理后，获得了包含 580 个观测值的基准

样本。

2.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乡村建设参与。本文的乡村建设参与主要是指以增进村庄公共利益为导向

的公共事务参与，用回流农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种类来表征，具体包括以下 4个方面：①经济参与，

设有“捐建基础设施”“分享经营经验”“在本地投资”等 11个选项；②政治参与，设有“参与村庄选举活

动”“向村两委提建议”“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决策”等 10个选项；③文化参与，设有“参与群众性体育活

动”“参与群众性娱乐活动”“参与家风家德教育活动”等 10个选项；④社会参与，设有“参与村庄环境

绿化活动”“调解居民纠纷”“帮扶困难群众”等 6个选项。各个类别中参与过其中任何一项活动赋值

为“1”，都没参与则赋值为“0”，用 4个类别相加的总分来衡量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总体情况。样

本范围内，回流农民 4类乡村建设行为的参与比例分别为 44.48%、46.90%、43.10%、42.24%。从参

与类别的数量来看，都没参与、参与 1 项、参与 2 项、参与 3 项和参与 4 项的回流农民比例分别为

28.62%、21.03%、15%、15.69%、19.66%。

（2）核心解释变量——社会资本。本文的社会资本从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两个维度来表征。

①社会网络包括正式网络和非正式网络。参考胡荣等学者的做法[13，23]，正式网络体现为回流农民的

社团参与情况，通过询问“在本县，您是否加入了以下各类社团组织？”来测量。其选项包括“工会”

“行业协会”“兴趣团体”“志愿者组织”“以上都未参加”。未加入任何社团赋值为 0，每加入一项赋值

为 1，本文通过加总各类社团赋值后的总分表示回流农民的正式网络水平。非正式网络体现为受访

者的熟人关系网络规模，通过询问与受访者关系密切的村民人数来测量。②社会信任包括人际信任

和制度信任。参考何可等学者的研究成果[42]，人际信任通过询问受访者对村内其他村民的信任程度

来测量，制度信任通过询问受访者对村委会的信任程度来测量，其均选项包括“非常不信任”“比较不

信任”“一般信任”“比较信任”“非常信任”，分别正向赋值为 1~5。得分越高，表示回流农民的人际信

任和制度信任水平越高。

（3）中介变量——村社认同。本文的村社认同主要是指回流农民对自身的身份认同以及对所在

村庄的情感、价值认同，通过询问以下 6个问题来测量：“我是本地人的一份子，和本地人没有本质区

别”“生活在这个地方，我有叶落归根的感觉”“我很认可本地的乡规民约”“我很习惯本地的禁忌事

项”“我很习惯本地的社会责任感”“我很习惯本地的价值观念”。其选项均包括“完全不符”“不太符

合”“较符合”“符合”，分别正向赋值为 1~4。本文进一步对表征村社认同的 6个具体指标进行等权重

加总取平均，求得回流农民总体的“村社认同”。

（4）调节变量——主体意识。本文的主体意识是指回流农民对自己作为乡村建设参与主体的地

位、责任和价值的认知情况，包括自主意识、参与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 4个方面。其中，自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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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询问受访者是否同意“我有责任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自己的意见/建议”的问题来测量；参与意

识通过询问受访者是否同意“我会向有关部门和机构表达群众的需求和想法”的问题来测量；权利意

识通过询问受访者是否同意“我有权利揭发和举报相关违法乱纪现象”的问题来测量；责任意识通过

询问受访者是否同意“我有责任帮助利益受损的弱势群体寻求解决途径”的问题来测量，其选项均包

括“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无所谓”“比较同意”“完全同意”，分别正向赋值为 1~5。本文进一步

对表征主体意识的4个具体指标进行等权重加总取平均，求得回流农民总体的“主体意识”。

（5）控制变量。参照已有研究成果[16,24]，本文控制了可能影响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其他变

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健康状况、政治身份、主观经济地位、政治效能感、公平感

知以及地区差异等。

上述5类变量的定义、赋值和描述性统计见表1。

3.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乡村建设参与属于计数数据，这种类型的变量是非负的离散型随机变量，不

符合经典线性回归所要求的正态分布，通常使用泊松回归。值得注意的是，泊松回归的局限在于泊

松分布的期望与方差一定相等，即存在“均等分散”[43]。考虑到乡村建设参与变量的方差（2.25）明显

大于期望（1.77），即存在过度分散的特征，因此本文考虑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来进行参数估计。模型

设定的具体形式如下：

表1　变量的定义、赋值和描述性统计 N=580
变量名称

乡村建设参与

社会网络

正式网络

非正式网络

社会信任

人际信任

制度信任

村社认同

主体意识

性别

年龄

年龄平方项

受教育程度

婚姻状况

健康状况

政治身份

主观经济地位

政治效能感

公平感知

地区属性

变量定义及赋值

受访者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种类数

受访者参与的社团组织种类数

关系密切村民人数的对数值

受访者对其他村民的信任程度：非常不信任=1；比较不信任=2；一般
信任=3；比较信任=4；非常信任=5

受访者对村委会的信任程度：非常不信任=1；比较不信任=2；一般信
任=3；比较信任=4；非常信任=5

利用等权重加总取平均计算得到

利用等权重加总取平均计算得到

受访者性别：男=1；女=0
调查时受访者的实际年龄（周岁）

年龄×年龄/100

受访者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中专、技校=3；大
专及以上=4

受访者婚姻状况：已婚=1；未婚/离婚/丧偶=0

受访者自评健康状况：很不健康=1；比较不健康=2；一般=3；比较健
康=4；很健康=5

受访者政治身份：党员=1；非党员=0

受访者主观经济地位自评：下层=1；中下层=2；中层=3；中上层=4；
上层=5

利用等权重加总取平均计算得到

受访者公平感知水平：非常不公平=1；比较不公平=2；一般公平=3；
比较公平=4；非常公平=5
四川=1；其他=0
湖北=1；其他=0
湖南=1；其他=0
贵州=1；其他=0

均值

1.77

0.24
2.00

4.17

4.04

3.45
3.74
0.54

39.22
16.36

2.47

0.89

3.51

0.15

2.34

2.93

3.80

0.19
0.21
0.33
0.27

标准差

1.50

0.55
1.06

0.77

1.02

0.48
0.79
0.50
9.91
8.51

0.90

0.31

0.69

0.36

0.91

1.40

1.32

0.39
0.41
0.47
0.45

最小值

0

0
0

1

1

1.17
1
0

19
3.61

1

0

1

0

1

1

1

0
0
0
0

最大值

4

3
5.71

5

5

4
5
1

79
62.41

4

1

5

1

5

5

5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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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 ( yi|Social_Capitali,Xi,εi)= e-λi λi yi

yi! ( yi = 0,1,2,3,4) （1）

式（1）中，yi指的是回流农民的乡村建设参与，Social_Capitali表示回流农民的社会资本情况，Xi

是影响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各种因素，λi指的是“泊松到达率”，是由各解释变量决定的事件发生

次数，εi表征模型的不可观测部分或者个体的异质性。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是采用泊松回归还是采用负二项回归，还可以通过似然比检验进行判别，即

在进行负二项回归后，需对原假设“H0：α=0”（不存在过度分散，应该采用泊松回归）进行检验。其

中，若原假设“α=0”成立，则采用泊松回归；若拒绝原假设，则采用负二项回归。

三、实证结果分析

1.基准回归

表 2 报告了基于负二项回归模型的回归结

果，其中，模型 1只控制了核心解释变量和地区虚

拟变量，模型2加入了控制变量。整体来看，模型

运行良好，从模型 1 到模型 2，准R2值逐步提高，

Wald 卡方值均在 1% 的统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

性检验。此外，本文针对负二项回归所做的似然

比检验在 5%的统计水平上拒绝过度分散参数“α
=0”的原假设（对应于泊松回归），即存在过度分

散问题，表明本文应该采用负二项回归。从两个

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①社会网络

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且正式网络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非正式网络，表

明相较于熟人关系网络，社团组织对回流农民乡

村建设参与的组织动员作用更为突出，假设 H1a

初步得到验证。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回流农

民的关系网络越广泛，越有助于增进其对村庄公

共利益的感知，进而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意愿和

行动也越积极；另一方面，由政府推动建立的乡

村社团网络为回流农民进行利益集结和价值表

达提供了有效的组织载体，这种具有鲜明目的性

与组织性的正式参与网络在动员回流农民参与

村庄产业发展、公共产品供给、社会公益活动等

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②社会信任对回流农

民乡村建设参与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差异。具体来看，人际信任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影响未能

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制度信任对促进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且在 5%的统计水

平上显著。表明相比于回流农民与其他村民之间人际信任所形成的心理激励，以村委会为代表的制

度约束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引导作用更为显著，即回流农民对村委会的信任程度越高，其参

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也就越强，假设H1b得到部分验证。可能的原因在于，回流农民与其他村民

之间人际信任作用的发挥，需要建立在拥有一致的公共行动目标的基础上，否则难以产生更多的互

惠行为与合作意愿；而在乡村建设多为政府主导推动的现实情境下，村委会通常扮演着组织者或带

头人的角色，通过自身较强的号召能力和组织能力积极动员回流农民参与到乡村建设活动中来。对

于回流农民而言，对村委会信任程度的提高，能为其提供一种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非正式制度保

表2　社会资本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影响的

基准回归结果 N=580

变量

社会网络

正式网络

非正式网络

社会信任

人际信任

制度信任

性别

年龄

年龄平方

受教育程度

婚姻状况

健康状况

政治身份

主观经济地位

政治效能感

公平感知

地区虚拟变量

Wald卡方值

准R2

模型1
系数

0.398***

0.115***

0.093*

0.132***

已控制

189.025***

0.071

稳健标准误

0.040
0.029

0.050
0.042

模型2
系数

0.265***

0.067**

0.015
0.083**

0.275***

0.056***

-0.047**

0.053
0.213
0.088*

0.224***

0.049

0.041*

0.082***

已控制

267.413***

0.109

稳健标准误

0.047
0.029

0.047
0.039
0.074
0.021
0.023
0.046
0.136
0.047
0.072

0.033

0.022
0.025

注：***、**、*分别表示在 1%、5%、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下表

同。篇幅所限，地区虚拟变量的实证结果未列出，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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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抑制其“搭便车”的机会主义心理和行为，进而提高乡村建设参与的意愿。

2.稳健性检验

结合被解释变量的数据特征和属性，本文拟采用以下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①替换模型。

通过数据分析得知，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均值仅为1.77，这意味着回流农民的乡村建设参与程度

比较低，人均参与的村庄公共事务种类不足 2项。为此，本文考虑将被解释变量转化为 0、1变量①，运

用普通的Prob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②控制人格特征带来的内生性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个体

行为与决策中的人格特征因素日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研究表明，个体的人格特征对其行为与决策

具有重要影响，即个体在同一情境下的决策与行为表现可能因人格特征的相异而产生较大差异 [44]。

参考已有研究的做法[45]，采用“大五”人格分类法测度回流农民的个体人格特征，具体分为以下 5个方

面：以实现目标的进取精神来衡量严谨性；以对待人际关系的态度来衡量外向性；以对社会上大多数

人的信任水平来衡量顺同性；以对待新鲜事物的态度和行为来衡量开放性；以情绪稳定性来衡量神

经质。本文通过在回归方程中加入以上人格特征变量进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从表 3 可知，无论是运用 Probit 模型还是控

制回流农民的人格特征进行分析，估计结果都与

基准回归类似。结果表明，相比于非正式网络，

正式网络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影响更强，

制度信任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仍然具有非

常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人际信任则未能通过统计

上的显著性检验，进一步证实了估计结果的稳

健性。

3.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前文的分析，得知正式网络、非正式网

络和制度信任等社会资本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

参与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为了进一步分析其

中的作用机制，验证正式网络、非正式网络和制

度信任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间接影响，本

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分析。鉴于传统的效

应分解方法仅适用于线性模型，本文采用国际上

流行的适用于非线性模型的KHB方法分析正式

网络、非正式网络和制度信任对回流农民乡村建

设参与的间接影响。KHB方法通过估计系数的

比较，可以将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总效

应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表 4 报告的是基于 KHB 方法的估计结果。

结果显示：①正式网络、非正式网络和制度信任

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且直接效应占据主导地位；②村社认同在正

式网络、非正式网络和制度信任对回流农民乡村

建设参与的影响中均发挥了重要的间接效应。

估计结果显示，村社认同解释了正式网络对回流

农民乡村建设参与影响的 2.41%，解释了非正式

网络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影响的 15.23%，

①    若回流农民在本村未参与任何公共事务，变量取值为0；若至少参与一种公共事务，变量取值为1。

表3　稳健性检验——社会资本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

与影响的回归结果 N=580

变量

正式网络

非正式网络

人际信任

制度信任

人格特征变量

控制变量

地区虚拟变量

Wald卡方值

准R2

模型3（probit模型）

系数

1.054***

0.137**

-0.115
0.233***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99.001***

0.212

稳健
标准误

0.222
0.063
0.094
0.071

模型4（负二项回归）

系数

0.276***

0.060**

0.023
0.081***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274.422***

0.114

稳健
标准误

0.048
0.030
0.047
0.039

注：控制变量、地区虚拟变量的选取与基准回归一致，篇幅所限，

其实证结果未列出，留存备索，后同。

表4　基于KHB方法的社会资本对回流农民

乡村建设参与的间接影响 N=580

效应

正式网络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非正式网络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制度信任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模型5（村社认同）

系数

1.897***

1.852***

0.046*

0.259**

0.220**

0.040**

0.326***

0.272**

0.054*

标准误

0.447
0.446
0.028

0.106
0.107
0.020

0.105
0.107
0.029

中介效应占比/%

2.41

15.23

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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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了制度信任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影响的 16.51%。上述结果表明，正式网络、非正式网络和

制度信任有助于提升回流农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概率，前文的研究结论进一步得到证实。进一步

看，正式网络、非正式网络和制度信任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间接效应不容忽视，即社团参与、

较大规模的熟人关系网络以及较高水平的制度信任有助于增进回流农民对村庄的归属感和价值认

同，激发回流农民的共同利益感知和公共责任感，进而促进其乡村建设参与。至此，本文理论分析部

分提出的假设H2a得以证实，而假设H2b得到部分证实。

4.调节效应分析

经过对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模型 6报告了未纳入交互项的回归结果，模型 7分别纳入主体意识

与正式网络、非正式网络、人际信任、制度信任的交互项。表 5的回归结果显示，①主体意识与正式网

络和制度信任的交乘项显著为负，且分别在 1%和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随着回流农民主体意

识的逐步提升，正式网络和制度信任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动员和引导作用有所减弱，而回流

农民基于行动意义的主体价值表达在其村庄公共事务参与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即主体意识在正式网

络和制度信任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影响中产生了“替代效应”。②主体意识与人际信任的交

乘项显著为正，且在 5%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只有当回流农民意识到自身的主体性责任与价值

时，才会积极关注并投身于村庄公共行动目标的达成，人际信任对其公共参与的激励效应才能得以

有效实现，即主体意识在人际信任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影响中发挥着“条件效应”。③主体意

识与非正式网络构造的交乘项未能通过统计检验。至此，理论分析部分提出的假设 H3得到部分验

证。这也再次表明，主体意识作为推动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原生性动力，在社会资本与回流农

民乡村建设参与的关系中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四、结论与讨论

1.结 论

本文利用鄂、湘、黔、川四省的回流农民调查

数据，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和机制分析模型，系

统考察了社会资本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

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回流农民的乡村建设参与程度较低，

回流农民参与本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的比例均未超过 50%，有接近三成

的回流农民从未参与过本村的公共事务活动。

第二，社会资本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影响

具有显著的维度差异，其影响强度从大到小依次

为正式网络、制度信任和非正式网络，呈现出明

显的“组织动员”和“制度引导”特征，而人际信任

变量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影响不显著。

第三，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

村社认同是社会资本影响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

与的重要机制，即社团参与、熟人关系网络以及对村委会的信任，有助于增进回流农民的村社认同，

进而促进其乡村建设参与。第四，基于调节效应模型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随着回流农民主体意识

的增强，正式网络和制度信任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动员和引导作用有所减弱，而基于行动意

义的主体价值表达在其村庄公共事务参与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具备较强的主体意识也是人际信任积

极作用于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重要条件。

表5　社会资本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影响：

主体意识的调节效应 N=580

变量

正式网络

非正式网络

人际信任

制度信任

主体意识

正式网络×主体
意识

非正式网络×主
体意识

人际信任×主体
意识

制度信任×主体
意识

控制变量

地区虚拟变量

模型6

系数

0.275***

0.053*

-0.003
0.066*

0.174***

已控制

已控制

稳健标
准误

0.047
0.029
0.046
0.038
0.044

模型7

系数

0.316***

0.068**

-0.010
0.073*

0.226***

-0.121***

-0.066

0.127**

-0.108**

已控制

已控制

稳健标
准误

0.047
0.033
0.046
0.038
0.050

0.039

0.041

0.058

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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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一步的讨论

乡城人口迁移不仅是空间上的流动，还是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流动。外出务工在给回流农民乡

村社会关系带来破坏性影响的同时，城市生活经历也帮助他们获得了一定的现代性[46]，这种流动经历

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微观的行为、观念与态度，宏观上也对农村的制度选择和治理绩效产生影响[47]。因

此，日益壮大的回流农民群体作为乡土社会的再次“进场者”，基于乡土情结的情感需要和村庄共同

体成员的身份认同，加之他们在推动经济发展、传播先进文化、促进乡村治理等方面所拥有的独特优

势，为应对当下乡村振兴进程中出现的农民主体性缺失和人才流失难题提供了新的契机。基于这一

思考，本文借助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获得了如

下几点发现：首先，社会资本作为内在的激励机制，在促进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方面，依然发挥着

很强的作用。这种作用在我国基层治理的现实场域中带有很强的政治性特征，而其所发挥的自主性

激励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其次，村社认同作为社会资本影响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中介机制，

在增强回流农民村庄共同体意识和公共责任感知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这也反过来证明了培育村庄

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最后，外出务工经历带给回流农民的现代性习得，在一定程度上激发

并增强了他们的主体意识，在社会资本与其乡村建设参与的关系互动中发挥着重要影响。需要指出

的是，社会资本影响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存在众多约束性条件值得探讨，未来的研究还有待进一

步深入和丰富。

上述发现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第一，抓住回流农民这个关键群体，重视

其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在乡村公共参与中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以此引导带动更多的农民群众参与村

庄公共事务，缓解乡村因人口大量流失而带来的人才困境。第二，将社会资本制度化为一种内在的

社会激励，作为现有正式制度的补充，推动农民参与乡村建设，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建设行动中的主

体作用。为了更持久地发挥社会资本在公共参与方面的促进效应，一方面需要重视社团组织的自我

良性运转和村委会组织履职服务能力的提升，进一步强化正式网络和制度信任的正向激励；另一方

面需要采取多种举措切实提升农民群众作为乡村建设参与主体的“主人翁”意识，改善农民人际关

系网络和人际信任在村庄公共事务参与方面作用发挥的心理认知基础，促进自主性激励效应的发

挥。第三，以构建村庄组织网络为重要工作抓手，积极培育结构性社会资本和提升认知性社会资

本，强化农民的村社认同，提高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主体意识和行为贡献。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仍

需要扮演好引导者的角色，在提供制度空间和搭建互动平台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动员、引导和指导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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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Returning Rural Migrants 
in Rural Construction and Its Influence Mechanis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LI Dongping， TIAN Beihai

Abstract After the baptism of urba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returning rural migrants have 
unique advantages in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disseminating advanced culture and facilitating 
rural governance. Clarifying the behavioral logic of returning rural migrant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con⁃
struc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of the lack of farmers’ subjectivity in rural 
construction and alleviating the talent constraints faced by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data from sur⁃
veys of returning rural migrants from four provinces， namely Hubei， Hunan， Guizhou and Sichuan prov⁃
inces， this paper uses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model and mechanism analysis model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apital such as 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trust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returning rural 
migrant in rural construction and its mechanism.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first of all， the level of partici⁃
pation of returning rural migrants in rural construction is relatively low， with nearly 30% of them having 
never participated in public affairs in their own villages. Formal networks， informal networks and institu⁃
tional trust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promot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returned rural migrants in rural con⁃
struction， with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organizational mobi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guidance”. Sec⁃
ondly， further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formal networks， informal networks and institutional 
trust promote the participation of returning rural migrants in rural construction by enhancing their village 
identity. The elevation of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has significantly weakened the role of formal net⁃
works and institutional trust in mobilizing and guid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returning rural migrants in rural 
construction， while the expression of subjective values based on the action meaning dominates the rela⁃
tionship. Meanwhile， a strong sense of subjectivity is also an important condition for interpersonal trust 
to facilitate the participation of returning rural migrants in rural construction.

Key words social capital； participation in rural construction； returning rural migrants； village 
identity；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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